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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朱素臣的 《十五贯》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公案剧，其重心不在两桩冤案，而在于生命
个体尤其是寒门士子的生存境遇。作者寄寓其中的，不仅是惺惺相惜的关怀，更是无力主宰自我命运
的叹息。通过反映家族、婚姻、礼乐和司法等制度对两对年轻人造成的重要影响，该作细致入微地揭
示了皇权时代这些社会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
了他们的性格和德行，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境遇。
关键词：《十五贯》；家族；婚姻；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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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昆剧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十五贯》已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到
１９５６－２０１８年间研究 《十五贯》的论文１０１篇，其中，８０多篇针对的是浙江昆剧院于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两年改编演出的新版，着眼于原著的只有１０来篇。这些论文中，除了探讨素材的流变和人
物的刻画，还有是从司法的视角挖掘其文化内涵①。笔者认为，朱素臣的 《十五贯》传奇不仅文
学性与舞台性两擅其美，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浙昆新版无法取代的。在司法之外，该作细
致入微地反映了家族、婚姻和礼乐等制度对生命个体造成的重要影响。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剧中
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逻辑，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体察等。本文
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探讨这一关系，以便更加细腻、深入地理解作者的用心与剧作的价值。②
一
自周朝以降，中国长期推行宗法制，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秦以后，这一
制度与皇权制、官僚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再加上婚姻、礼乐、司法和
科举等制度的维系，中国社会形成了超稳定结构。这一结构中，家族本位与官本位二者并存、结
合，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五贯》传奇中，作者以家族情感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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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惠玲，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戏曲研究。
①如潘志勇《昆曲〈十五贯〉的中国司法传统解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李伟、姬杰辉《戏曲
作品中的传统证据文化探析———以昆曲〈十五贯〉为例》，《牡丹江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８期；刘娅《中国古代刑
事冤案发生原因探析———以古典戏剧〈十五贯〉为中心的考察》，《南海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②该作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抄本，不过，学界对该版本产生的年代尚有争议。在发现确凿的材
料之前，笔者仍将该作的创作年份定于明末清初。本文所引曲词和念白皆出自这一版本，不另外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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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作为塑造熊氏兄弟的重要依据，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两个本位结合的途径和形态。
双生双旦的脚色组合是该剧的特点之一，由双生扮演的熊氏兄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两个人
物。在第一出，作者将他们比作东汉末年德才兼备且颇有时名的陈纪和陈谌两兄弟，确定了剧中
人物的基调。第二出 《泣别》，兄长熊友兰一出场便感叹 “衰宗未振，一身长抱终天恨”，吐露了
重振家声的迫切心愿。熊氏 “诗书承荫，孝友家传”，乃书香门第。但是，熊友兰的父母已经去
世，也不见有祖父、叔伯父和堂兄弟等。他和弟弟熊友蕙既没有功成名就，也未成家立业。家徒
四壁，日趋困窘，甚至到了衣食不周、难以为继的境地。一个 “衰”字，揭示了他们寒门士子的
身份和困境，其背后是强烈的家族责任感。第十二出 《狱晤》，兄弟俩突然相遇于死囚牢房，大
放悲声：“好宗枝已斩绝”；又反复追问：“问全孝友那一节？”尽管家族已经衰微，兄弟俩仍用
“好”来评价，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情感。然而，他们一旦被处死，熊氏的血脉便戛然断绝。他们
认为自己有负重任，自责不已；又深感命运的不公，悲愤难抑，相约 “枉死城幽魂共摄”，“森罗
殿哀词共讦”。一方面，兄弟俩身处逆境，仍坚守节操，不坠青云之志，却无端卷入凶案，身心
遭受巨创，行将引颈就戮。如此不幸，已经是极为悲惨，却还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就
大大强化了熊氏兄弟的不幸，悲剧意味更为浓烈；另一方面，这些描写再一次凸显了人物的家族
责任感。很显然，家族情感与观念是兄弟俩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石。
第二出 《泣别》，兄弟俩举目无亲，生计凋零。哥哥熊友兰决定放弃学业，外出谋生，让弟
弟友蕙在家读书，引发了兄弟之间的一场争执。哥哥的理由主要有两点：１．他 “年纪稍长，筋
骨颇坚”。２．“吾弟资性聪明，远过愚兄百倍。异日功名之事，所望吾弟不小”，希望其弟 “恒心
力学，显祖扬名”。而弟弟熊友蕙则希望哥哥留在家中，由他外出，其理由主要也有两点：１．
“虽则尫然一躯，但哥哥做的事体，料兄弟也还做得”。２．“哥哥，你乃熊门长子，宗社所关，有
事服劳，原系子弟职分；自然哥哥在家读书，兄弟出门才是”。兄长既疼爱弟弟，又把光耀门楣
的希望寄托于他，甘愿舍弃自己的前途。而弟弟，也对兄长敬爱有加。按照宗子制，嫡长子一般
不外出做官或从军，而是留下来主持家族事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宗子制逐渐被族长制取代。族
长及其助手的产生常常无需通过宗子制，而是由部分有话语权的族人协商遴选的结果，担任族长
的不一定是嫡长子。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家族很看重嫡长子。在第二十五出 《拜香》，熊氏兄
弟猜测况钟在外做官，“须有世兄在家”，其依据便在于此。熊友兰是长子，熊友蕙便以此为理
由，试图说服哥哥。很显然，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共同的，他们都愿意独力承担起养家的责
任。在宗法时代、人情社会，兄弟俩身处势单力薄的家族，内无多余的资财，外无亲友的接济。
求学、谋职、应试、求官等，也都孤立无援，寸步难行，处处受制于人。他们在看惯世态炎凉的
同时，早已懂得家族势力的重要性，对家族本位的理解和接受自然比其他人更为充分。因此，基
于兄弟情义，也为了家族的重振，他们都愿意付出和牺牲。家族情感与观念已经渗透到熊氏兄弟
的骨髓，成为决定他们言行的重要准则。
第二十三 《谒师》，兄弟俩平反出狱后，参加乡试，双双考中。他们颇感 “寒灰重热受恩
深”，去拜谒房师过于执。过于执一再道歉，承认自己 “才学短，失误深”，“一发惭愧无地”；但
是，兄弟俩却竭力为过于执开脱责任：“只算胥靡无状”，“老师说那里话来？当日之事，皆系夙
孽所招”。为了减轻过于执的负罪感，他们把责任统统推给了胥吏和因果报应。甚至，他们感恩
戴德，竭力称颂：“蒙老师谬加知遇，与荐明经，此恩此德，诚为千古不朽矣。”过于执是冤案的
主要责任人，曾使兄弟俩饱尝折磨。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心存怨恨，反而感激涕零，其原因是什
么？主要不是因为过于执真心悔过。兄弟俩孤苦伶仃，早已习惯受冷落，遭欺凌，一旦得到他人
的支持和提携，很容易被打动。更重要的是，科举、入仕是寒门士子实现家族本位的必经之途，
而他们认为自己是 “鸡肋庸材，樊笼弱质”，蒙过于执垂青，才侥幸得到进入仕途和晋京赴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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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向改换门庭的理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见，“千古不朽”的颂词背后，潜藏的是熊氏
兄弟根深蒂固的家族责任感，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即使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剧
终，熊氏兄弟联登两榜，得授官职，又与况钟义女喜结秦晋，家族本位与官本位得以完美结合。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家族情感与观念在熊氏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
他们养成了端方不苟、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知恩图报，又重视骨肉亲情等性格，以及甘愿为对
方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当然，兄弟俩的性格也有差异。因为长幼有序，兄弟俩的责任感并不完全一样。由于父母双
亡，家族的重担早早就落到了熊氏兄弟尤其是兄长身上。相比之下，兄长感受到的压力更大。他
必须面对三餐不继的现实，想出应对之策。因此，他当机立断，找好了活计。而弟弟，依然执着
于 “向来学问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但谋道而不谋食”的信念，期待 “天神助供，螺女代炊”，
反对兄长的决定：“我兄弟每一意读书，岂为饥寒改节？不激不发，哥哥且免愁烦。”很明显，兄
长更加理性、稳重、周到、细心，做事深思熟虑，也更果断坚决。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临行前叮
嘱弟弟 “须把书室迁进内一间去”，原因是 “此处隔墙，贴近冯家内室，他有少妇在家，声息相
闻不雅”。而弟弟涉世未深，单纯、天真，不谙人情世故，行事往往欠考虑。这样的性格差异使
得后来故事的展开显得合情合理，如第四出 《得环》和第六出 《饵毒》，弟弟独自在家，既无兄
长提醒，也没有其他亲友可以商量，于是做了傻事，加重了冯玉吾的疑心，和冤案的发生有着一
定的因果关系。再如第二十一出 《请罪》，众邻居陪同冯玉吾上门请罪，熊友蕙虽然愿意原谅，
但仍心存芥蒂；而熊友兰则显得更为洒脱大度。这是因为 “东阁招贤日，碧桃高折时”即将来
临，蟾宫折桂、显亲扬名的目标有望实现。与此相比，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可见，他对家族
本位的理解更为透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显成熟、大气。
由上可见，家族制度是打开 《十五贯》传奇的一把钥匙。一方面，作者立足于家族情感与观
念刻画熊氏兄弟的性格特征，又以其性格为推动故事发展和矛盾激发的内在原因。人物栩栩如
生，又感人至深；故事环环相扣，且一波三折。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熊氏兄弟凸显寒门士子的生
存困境，倾吐了怀才不遇、沉沦底层的悲郁之情；而熊氏兄弟的圆满结局又透露了其内心对功名
富贵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熊氏兄弟是作者的一个影子。可见，该剧叙写的，不仅仅是传奇故
事，也是寒门士子的命运与境遇。
二
由双旦扮演的苏戍娟和侯三姑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们与熊氏兄弟既有着神奇的缘分，又品
貌相当，志趣相投，故而能终成眷属。但是，影响其性格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是家族情感和
观念，而是当时的婚姻制度。
苏戍娟的身世较为复杂，很可能是庶出之女。第五出 《摧花》，苏戍娟上场时自称 “原系锡
山名家之女”。第九出 《窃贯》，她又提及自己 “本是旧族，原非下乘”。她的原生家庭即使不是
高门大户，也是颇为体面的。既然如此，苏母为什么离开名门，带着女儿嫁给一个因贫穷迟迟不
能娶妻的屠夫？笔者认为，苏母很可能是出身卑微的妾妇，未曾生子，在丈夫去世后，不为夫家
所容，被逐出宅门，无以为生，只好委身游二。中国古代很重视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纳
妾只是正式婚姻的一种补充，通常不经过聘娶仪式。妾妇大多来自小户人家，地位低下，虽然要
承担生儿育女、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但不被视为家庭成员，与丈夫及其正妻属于主奴关系，没
有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妾妇又分为多种，陪嫁丫鬟等次最低，有时甚至还不如家中的丫鬟。很明
显，纳妾制度只保障男性的权益，苏母身陷其中，不仅自身受践踏，被剥夺，无力挣扎，随波逐
流，还将不幸带给了年幼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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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中，苏戍娟对自己的出身交代得很含糊，原因在于她为亲生父亲的身份与地位感到骄
傲，又不愿承认被原生家庭驱逐的尴尬现实。由于生父和继父身份的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她难
以融入新家。母亲撒手人寰后，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无依无靠。作为在夹缝中挣扎的名门弃
女，苏戍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品行，敏感、清高、自尊、要强，有主见，不愿听天由命，但又无
所归依，只能留在游家，不仅清寒度日，还要遭受继父的打骂。因此，她感慨自己是风中絮、笼
中鸟，时时自怜自叹。一方面是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是不甘沉沦，在矛盾中痛苦不已的她常常试
图抗争。然而，她不过是一介闺中女子，能反抗的只有继父。因此，她不肯低眉顺眼，常常和继
父发生争执。继父威胁说要将她卖给盐商，引发了她深深的焦虑和恐惧，捶胸顿足，悲愤难抑。
凶案发生前夕，继父开玩笑说已将她卖给华府做陪嫁丫鬟。她信以为真，是因为深深了解为人妾
妇的不幸，唯恐重蹈母亲的覆辙；而且，她也不愿接受继父带给她的底层身份，一心希望摆脱。
做大户人家的陪嫁丫鬟，这是她万万不甘心的。除了逃到姑母家寻求保护，她别无选择。可见，
游二被害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引发的血案，其中包含着微妙的社会文化心理，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和
人性细致而深入的体察。
毫无疑问，苏戍娟是不公平的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应该同情。但是，对于冤案的发生，她也
有一定责任。游二虽非宅心仁厚之人，平日好酒贪杯，焦躁、易怒，但并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姐
姐游氏苦口婆心地劝说，答应资助他开肉铺，他马上转怒为喜，开心得像个孩子；从第九出的描
述来看，他和秦古心等邻居关系很融洽，说明他平日待人并不差；有了做生意的本钱，很高兴，
就和戍娟开开玩笑，说明他心里是认可这个女儿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文化，见识不多，
心机也不重。脾气确实不好，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生意失败，生计艰辛，压力沉重。然而，
因为强烈的排斥心理，苏戍娟没有能够站在继父的角度，感受挣钱糊口的不易，更没有像其他贫
家女子一样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分担养家的责任。她所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她
过于执拗，有些偏狭，甚至是自私。不应否认，她的这些不足也是导致游二被杀的原因。可见，
母亲两次婚姻造成的伤害对苏戍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性格中的优长与不足都与之密切相关。
与苏戍娟相同的是，侯三姑容貌秀丽，人格高洁，但受制于当时的婚姻制度，无法把握自己
的命运。侯三姑是童养媳，自幼被原生家庭抛弃，由夫家抚养成人。在古代中国，作为一种比较
重要的婚姻形式，畜童养媳源于先秦媵制，宋元时期成为一种风俗，明清两代在民间相当常见，
其目的是减少婚姻成本，增加劳动力。夫家和男方从中获益，但童养媳本人往往被虐待，命运大
多很凄惨。幸运的是，冯玉吾少年经商，家道小康，冯氏父子也没有动辄打骂，侯三姑自然而然
地接受了现实，不像苏戍娟那样有逆反心理。然而，侯三姑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未婚夫锦郎
却容貌丑陋，胸无点墨，举止粗俗。侯三姑心生怨怅，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很有意思的是，
冯家贴邻熊氏兄弟，一表人才，温文尔雅，又刻苦用功，志存高远，其读书声如玉振金宣，时时
传入耳中。两种截然相反的青年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侯三姑对读书人心存好感和敬意，见
识迥异于锦郎，两人的差距愈加拉大。因此，她会当着冯氏父子的夸赞熊友蕙。冯玉吾精明又多
疑，原本对侯三姑颇有提防，这下就更加担心，不仅加紧催促二人圆房，还吩咐儿子严加防范，
自然更加重了锦郎的怀疑。侯三姑的悲剧在于，她心地良善，性情温顺，感于冯家的抚养之恩，
又囿于命运、因果之说，纵然心中万般不愿，宁愿早早死去，也绝无背叛之意。然而，她并没有
真正被夫家接纳，冯玉吾父子、过于执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使她承受通奸弑夫的污名，受尽酷
刑，差点被千刀万剐。
尽管侯三姑的物质生活优于苏戍娟，禀性也有差别，但内心一样苦闷，命运一样不幸。因
此，在第十四出 《阱泪》，当两位堪比窦娥的苦命女子在狱中相聚，很快便惺惺相惜，义结金兰。
始而她们互相试探，确认彼此都是苦命人，为遭受共同的命运而悲叹。继而她们比较谁的冤情更
·６０１·
加深重，结果是一个 “六月飞雪”，一个是 “三年旱久”，真正是 “受枉一般，陷罪无二”。接着，
她们结拜姐妹。就在此时，刽子手以陪绑为名提取犯人。她们极度恐惧、悲恸，浑身颤抖，昏倒
在地。醒来后，绝望、无助的她们想象刑场上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的惨烈景象，抱头大哭，相互
安慰：黄泉路上，两人相依相伴，互相照顾，总好过孤魂野鬼在地府四处飘荡。面对残酷的命
运，她们挣扎着发出了最后的呐喊：“风酸月黑西归候，送行旌敢劳郡守，值得你动地惊天，对
付这一女流！”面对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将她们重重罩住的罗网，两个弱女子愤怒地叩问，矛
头直指官府和官员，迸发出巨大的情感张力，令人身心震颤，大大强化了剧作的悲剧意味。
由上可知，在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中，导致她们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力自拔的首先是不公
平的婚姻制度，然后才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司法制度，而她们由于遭遇困境而形成的性格又程度
不等地促成了两桩命案的发生。倘若不把握这一点，则难以充分领悟剧作深厚的意蕴。从这一点
来看，该剧不仅仅表现了寒门士子的遭际，也抒写了生命个体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深长叹息。可
见，婚姻制度是打开 《十五贯》传奇的第二把钥匙。
三
打开该作的第三把钥匙是礼乐制度，具体表现为鬼神信仰和祭祀活动。鬼神信仰和祭祀活
动，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多有体现。该剧中，对鬼神信仰的表现很常见，最引人注目的是
“宿三”仪式和城隍信仰、源自酬神祭祖活动的拜香仪式和长生牌位，以及与信仰、祭祀密切相
关的感恩文化等。
在中国极为复杂的神祇系统中，城隍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是城乡的保护神，其功能主
要是监察并辅助地方官吏，巡视治安，祭祀无主孤魂等。第十三出 《梦警》，况钟上任苏州知府
时，亲临当地城隍庙，举行名为 “宿三”的祭祀仪式。结束后，他夜宿庙中，梦见两只熊各衔一
鼠，案前长跪，似有哀泣之状；又将其官帽摘下，翻转一回。况钟担心已有冤情发生，打算留心
察访。仪式中，他曾与城隍立誓：“从今日始，况钟或受一钱，或徇一私，神祇夺予算，褫魄使
阳诛，犹如此血；若尔神不职，或雨晹失时，或灾患不恤，或冤狱不报，况钟当封你庙宇，绝尔
血食。”城隍显灵，警示况钟，正是上述誓约的效力所致。
城隍信仰源于上古蜡祭，“齐梁史书已见其名，至唐始令天下通祀城隍，各立庙”①。明太祖
朱元璋登位后，曾大封天下城隍，京师、开封、临濠、太平等地城隍为王，正一品；各府、州、
县城隍则授公、侯、伯等爵位。又下令各藩国亲王亲自主持城隍的祭典；各府、州、县皆建庙，
定期祭祀。据 《（康熙）常熟县志》卷一三 “城隍庙”条，在明代，“新官赴任，必先谒庙，与神
立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②。又 《（乾隆）夏津县志》卷五 “城隍庙”条载，明洪武年间
朝廷定制，“凡府州县新官莅任，必先斋宿城隍庙，谓之 ‘宿三’”③。《（光绪）榆社县志》卷九
载明代李化龙 《重修城隍庙碑记》云：“惟城隍一祠，上自京国，下逮州邑，罔不列之祀典，厘
然备举。”④ 《（康熙）安庆府志》卷七 《上任仪制》载录祝祷文如下：“今日谒神，特与神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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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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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清］岳浚等监修，［清］杜诏等编纂：《（雍正）山东通志》卷二一 《秩祀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４１６页。
［清］高士鸃、杨振藻等修，［清］钱陆灿等纂：《（康熙）常熟县志》卷一三 “城隍庙”条，清康熙二十六
年 （１６８７）刻本。
［清］方学成修，梁大鲲纂：《（乾隆）夏津县志》卷五 “城隍庙”条，清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刻本。
［清］王家坊、葛士达等编：《（光绪）榆社县志》卷九 “城隍庙”条，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刊本。
率幽明，阴阳表里；予有政事未备，希神默助，使我政兴务举，以安黎庶。予倘怠政奸贪，陷害
僚属，凌虐下民，神其降殃。”① 《（万历）漳州府志》卷六 《礼仪》“新官到任”条、《（万历）兰
溪县志》卷三、《（顺治）清涧县志》卷二、《（顺治）宁国县志》卷二、《（嘉庆）禹城县志》卷
一○明司大观 《修城隍庙记》等都有类似记载。可见，在明清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城隍信
仰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制，成为地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方志所录祝祷文的内容主要是
官员向神发誓，恳请神的辅佐与监督。相比之下，该剧中况钟的盟誓更为明了、有力。他理直气
壮地 “威胁”神灵，体现了敬鬼神，尽人事的精神。剧中第十九出 《廉访》，陶复朱经商回到无
锡后即刻前往城隍还愿；而娄阿鼠听说况钟复审案件，惴惴不安，也到城隍庙求签，两人在庙前
相遇。正好，况钟也微服私访到此，察觉娄阿鼠神情可疑，遂借助于拆字算命等方术与之周旋，
终于套出游二被害的真相。可见，城隍信仰从公共领域延伸到私人领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
了重要影响。深入人心的信仰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使得故事的发展顺理成章。
但是，剧中的城隍信仰也彰显了况钟前后表现的矛盾。第十五出 《夜讯》承接 《梦警》，是
剧情转折的开始。面对四位面容哀惨悲苦，叫声凄厉欲绝的年轻罪犯，监斩官况钟高高地举起判
斩笔，正要落下，看到犯由牌上罪犯的姓名，猛然想起前日城隍庙里做的梦，暗自心惊。他放下
笔，询问案情，捕捉到多处疑点。秉持人命关天、爱惜人才的宗旨，他下令暂停行刑，并冒着丢
官的危险，连夜求见顶头上司周忱，要求重审案件，一再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非常难
能可贵。然而，倘若仅仅体会到这一点，还不够，这出戏明显存在着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作
者反反复复地强调他才能卓著，公正廉明，甚至将他视为包公转世，有日断阳夜断阴的超能。然
而，在想起双熊之梦前，他的表现和过于执并无多大差别。直接将四位年轻人视为奸邪凶狠的罪
犯，不容他们喊冤，吩咐差役剥去他们的上衣，严严实实地捆绑起来；又命令刽子手 “须早把宝
刀齐掣”，莫让勾魂的无常空自等待。直接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只是一个梦，即来自神灵的警示。
为什么作者要插入这一情节，难道仅仅是为了使剧情更加一波三折，增强剧作的传奇色彩，以此
来耸动视听？当然不是。作者非常冷静、睿智，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况钟实有其人，以
刚正清廉著称，曾三任苏州知府，受到百姓尊敬。但是，他耳闻目睹过太多的黑暗和不公，不相
信现实中真有以民为本，为了伸张正义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官员！一方面，他为底层百姓代言，表
达政治清明，有冤必伸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对现实又有着清醒的体认，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唯有寄希望于神灵。
第二十五出所写的“拜香”，原是谢神礼佛的一种仪式。熊氏兄弟借用这一仪式，极为正式隆重
地回报况钟的再生之恩。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有因亲病立愿者，是日以红布裹胫，赤足，右手
爇香，左手携砖，匍匐翻之。自一步至五步，望庙而拜，名曰‘拜香’”②。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但该剧却在《恩判》后接着叙写冯玉吾上门负荆请罪，兄弟二人参加乡试，并在中举后拜谢
过于执。《拜香》放在了熊家兄弟双双考中进士，新授官职之后。作者这样安排情节，用意有三：其
一，在明清两代，科举是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族，金榜题名，为官入仕，都
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所谓显亲扬名，光耀门楣，寒门士子熊家兄弟实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共同的梦
想。因此，兄弟二人在上任途中前来拜谢恩人，更能彰显况钟的恩情之重、之深。其二，《恩判》之
后，熊家兄弟虽然沉冤得雪，但因为忙于乡试、会试，内心的创伤一直没有得到疗治。《拜香》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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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楷等纂修：《（康熙）安庆府志》卷七 《上任仪制》，清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刊本。
［清］吴慧元修，［清］蒋玉虹、俞樾纂：《（同治）续天津县志》卷八《风俗》，清同治八年（１７８０）刻本。
者写兄弟二人“三步一拜，一路号哭前去”，“痛肠难按，揾不住鲛珠无限”，实际上也是让他们痛痛快
快地宣泄积淤已久的痛苦。因此，拜香既是谢恩之举，亦是疗伤之途。此后，兄弟二人彻底告别过
去，开始新的人生。其三，《拜香》是《双圆》的前奏，不能缺少。唯有兄弟二人取道苏州，况钟夫妇和
过于执才有机会合谋“骗婚”，形成最终的团圆结局。
第二十六出《双圆》，熊氏兄弟大登科后小登科，成为能臣况钟的女婿；苏戍娟和侯三姑在成为
况钟的义女后，又厕身官家夫人。由于况钟夫妇的恩德，两对年轻人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与此同时，况钟夫妇不仅膝下无女的遗憾得以弥补，美名四处传扬，更有熊氏兄弟提出为况钟
夫妇立长生牌位。立牌位，原本是祭奠先祖与神佛的宗教活动；长生牌位则是为活着的恩人所立的
牌位，其目的是为恩人祈福添寿。两对新婚夫妇“熏沐顶礼”，“愿云礽百世公侯继”！从某一角度来
说，况钟夫妇也达到了一种圆满。最后，况钟将所有的恩德都归之于神，带领众人“望空拜谢”。从
拜神，到拜人，最后又回到拜神，在仪式的不断转换中，感恩文化和礼乐传统深度结合，很大程度上
宗教化了。人们将感恩本身当成一种信仰，从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内心更为充实和笃定。
此外，剧中对鬼神信仰的表现还有不少，如第八出《商助》，商人外出做生意之前，先要入神庙祭
拜。熊友兰在商船中掌舵，听到商人们议论弟弟的案子，急火攻心，昏倒在地。商人们认为遭遇此
事，很不吉利，特意改变行程，重新入庙祷告。第十二出《狱晤》，兄弟俩倾诉心中的悲痛时，曾哭道：
“遇春秋谁为祭设？”在中国古代，祖先崇拜深入骨髓。每逢春秋特定的日子，人们一般都要举行大
型的祭祖仪式。
在以儒家为主，道释为辅的文化格局中，神祇信仰为什么能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其实，上文所述城隍信仰发展流变的历程很有代表性，已经给出了答案。自上古以来，
民间便有信鬼神、喜淫祀的传统。自周朝开始，中国实行礼乐制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产生
了重大影响。汉代以后，佛教和道教渐渐深入人心。唐宋以降，礼制下移。明清两代，对神祇的祭
祀作为礼的一部分，是国家祀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大明会典》云：“祭祀，国之大事，所以为民祈
福。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及境内旧有功德于民、
应在祀典之神，郡厉、邑厉等坛。到任之初，必首先报知。祭祀诸神日期，坛场几所、坐落地方，周围
坛垣、祭器什物，见在有无完缺。如遇损坏，随即修理，务在常使洁净，依时致祭，以尽事神之诚。”①
类似的文献不计其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借助礼乐制度不断加强儒道释三家的融合，促使神祇信
仰逐渐强势占据人们的观念世界，深深制约着他们的言行、情感与思想。由此可见，神祇信仰经历
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的互相作用与影响。一种信仰，往往兴起、流播于民间，受到统治
者的关注与认可后，跻身国家正式祀典，更趋兴盛。民间意志与官方规制既互相对立、冲突，又彼此
贯通、融合，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展演变。
综上所述，从《十五贯》传奇来看，在皇权社会，家族与婚姻制度是如影相随的大网，将芸芸众生
笼罩其中。而礼乐制度，既是一张网，也是一副镇静剂。国家权力的强势干预有力促进了礼乐制度
与神祇信仰的双向融合，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力。这些因素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再加上科举、司
法等制度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性格和德行，也决定了他们的情感和观念、命
运和境遇。作者对此细致而又生动的呈现，一方面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剧作的逻辑性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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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李东阳等纂，［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九《授联到任须知一》，明万历刻本。
性大为增强，形成了奇正相生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作者充分抒写了对社会与人生的体察，赋予了
剧作丰厚深刻的思想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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